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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與《白虎通》關係考

前言
東漢建初四年（79），章帝於白虎觀詔開經學會議，會議紀錄之文獻資料，歷來史書稱謂不一，或曰「白虎通」、「白虎通義」，或「白虎通德論」。白虎觀會議之文獻資料，百年間之鴻儒碩士，不僅未睹其實，亦未嘗提及。至東漢末蔡邕（133~192）〈巴郡太守謝版〉始呼「白虎奏議」，遲至元代大德九年（1305）重新刋印《白虎通》，世人始有完整文本一窺白虎觀會議概況。
清代莊述祖（1750~1816）根據蔡邕〈巴郡太守謝版〉內容，考證「白虎奏議」有百餘篇，因此主張元大德本《白虎通》應正名為「白虎通義」。此後，凡有研究考證白虎觀會議之事跡與卷帙者，多以莊述祖之研究成果為前提，顯示莊述祖之主張，影響後世甚鉅；而蔡邕，則是提供莊述祖研究《白虎通》相關議題之關鍵證據之一。
本文以東漢白虎觀會議與蔡邕為研究對象，探討蔡邕與《白虎通》關係。論述內容與程序如下：首先，展示白虎觀會議概況，分析會議緣起與宗旨；其次，概述《白虎通》校刻經過與版本流傳，以及莊述祖考證《白虎通》成果；再者，比較曹褒《漢禮》與《白虎通》之關聯；最後，探究蔡邕可能與《白虎通》接觸機會，推測《白虎通》文本流傳之契機，溯源蔡邕造成後世研究《白虎通》之影響成因。

1、	白虎觀會議緣起
自西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之後，詮釋經書所形成之師法、家法，與章句之學間之衝突，日益嚴重。西漢宣帝石渠閣會議與東漢章帝白虎觀會議，即是以天子為首，號召碩士鴻儒，齊聚一堂，共商經學大義，解決經學日益分歧之政治手段。
《東觀漢記》載曰：
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1]​
《後漢書．章帝紀》亦載曰：
十一月壬戍，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2]​
東漢經學發展，後出轉精，「雖曰承師，亦別名家」；縱使天子增設博士員額，藉此「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亦無法阻止「《五經》章句煩多」之趨勢。章帝為避免經說章句無限膨漲，同時「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於建初四年（79），下詔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諸生、諸儒等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依《後漢書》記載，會議程序方式，首先由魏應承制問《五經》異議，太常以下，及諸生、諸儒參與講議；再命淳于恭上奏講議內容，最終由章帝親稱制臨決。白虎觀會議形式，乃是刻意仿傚西漢宣帝甘露三年（B.C.51）之「石渠故事」。因會議在白虎觀詔開，故所作議奏名之曰「白虎議奏」，李賢（651~684）注之曰：「今《白虎通》。」《隋志》以後通稱「白虎通」。《後漢書．儒林列傳》又載：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3]​
此文與上文同記一事，但所作會議資料另有「通義」之名，《新唐書．藝文志》稱之為「白虎通義」。《後漢書．班固列傳》又載：
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4]​
故此會議資料又有「白虎通德論」之名，《崇文總目》亦以此稱之。
《後漢書》記錄白虎觀會議之卷帙，語焉不詳，或曰「白虎議奏」、「通義」、「白虎通德論」，名稱分歧，甚且未有「白虎通」之名。

2、	《白虎通》文本校刻與刋印
史書記錄白虎觀會議事跡者詳，卷帙者略，以致後世論及白虎觀會議資料，人言言殊。白虎觀會議之後千百年間，所謂「白虎通」、「白虎通義」、「白虎通德論」，乃至於「白虎議奏」，都只是用以稱呼白虎觀會議之卷帙名稱，並未有一明確卷帙可供觀覽比對會議事跡；所謂白虎觀會議資料文獻，遲至元代始有《白虎通》文本問世。
張楷於《白虎通》序曰：
《白虎通》之為書其來尚矣。……余分水監歷常之無錫，有郡之耆儒李顯翁晦識余於官舍，翌日攜是帙來且云：州守劉公家藏書舊本，公名世常字平父，迺大元開國之初行省，公之子魯齋許左轄之高弟收書不啻萬卷，其經史子集士夫之家亦或互有，惟此帙世所罕見，郡之博士與二三子請歸之於學，將鏤板以廣其傳，守慨然許之。今募匠矣，求余識於卷首，余謂：是書韜晦於世何止數百歲而已。​[5]​
元代大德九年四月（1305），李顯翁持劉世常（字平父）家所藏《白虎通》善本見張楷，言劉世常允許以此書鏤板重印，求張楷為是書作序，此即是「元大德本」《白虎通》。​[6]​明、清以後所刻版本，如《抱經堂叢書》、《漢魏叢書》、《兩京遺編》、《古今逸史》、《秘書二十一種》等均有此書，亦多沿襲元大德本。至於劉世常所藏之善本《白虎通》從何而來？成於何時？則文獻不足徵。
清代盧文弨（1717~1795）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重新校刻《白虎通》曰：
案：古書不宜輕改，此論極是。……特初就何允中《漢魏叢書》本校訂付雕，於其語句通順者，不復致疑。後得小字宋本，元大德本參校，始知何本閒有更改之處，因亟加刊修以還舊觀，書內不能改者，具著其說於補遺中。​[7]​
元明以來，訛謬之相沿者，幾十去八九焉。梓將畢工，海寧吳槎客又示余小字舊刻本，其〈情性〉篇足以正後人竄改之失，蓋南宋以前本也，與其餘異同，皆於補遺中具之。此書流傳年久，閒有不可知者闕之，然要亦無幾矣。​[8]​
盧文弨所校刻之《白虎通》，乃是就何允中之《漢魏叢書》本校訂。然於付雕之際，又見得南宋以前小字舊刻本，因其所校刻本即將付梓，遂捨棄小字宋本，其校刻仍依《漢魏叢書》元大德本之重印本。至於其所刻之版本與小字宋本相參校，間有更改者，具著其說於「補遺」之中，此即《抱經堂叢書》所收之《白虎通》。
抱經本《白虎通》目錄共四卷（各分上、下），四十三篇；其「闕文」以下七篇乃莊述祖所輯，盧文弨校刊時增訂。「白虎通目錄」篇名羅列如下：
第一卷：〈爵〉、〈號〉、〈諡〉、〈五祀〉、〈社稷〉；
第一卷下：〈禮樂〉、〈封公侯〉、〈京師〉；
第二卷：〈五行〉、〈三軍〉、〈誅伐〉；
第二卷下：〈諫諍〉、〈鄉射〉、〈致仕〉、〈辟雍〉、〈災變〉、〈耕桑〉；
第三卷：〈封禪〉、〈巡狩〉、〈考黜〉、〈王者不臣〉、〈蓍龜〉、〈聖人〉、〈八風〉、〈商賈〉、〈瑞贄〉；
第三卷下：〈三正〉、〈三教〉、〈三綱六紀〉、〈情性〉、〈壽命〉、〈宗族〉、〈姓名〉；
第四卷：〈天地〉、〈日月〉、〈四時〉、〈衣裳〉、〈五刑〉、〈五經〉、〈嫁娶〉；
第四卷下：〈紼冕〉、〈喪服〉、〈崩薨〉。
闕文：
〈郊祀〉、〈宗廟〉、〈朝聘〉、〈貢士〉、〈車旂〉、〈田獵〉、〈雜錄〉。
今本四十三篇闕文：
〈封禪〉、〈五刑〉、〈嫁娶〉。
盧文弨校刻《白虎通》，是依據明代五種元大德版本，並「據莊校本覆校，並集眾家」而成。​[9]​盧文弨抱經堂「《白虎通》讎校所據新舊本并校人姓名」，於莊述祖下注曰：「考及目錄、闕文皆所定。」 抱經堂附錄之「考」文，即是指莊述祖〈白虎通義考〉。盧文弨校刻《白虎通》時，雖然沿用舊名，並未採取莊述祖正名「白虎通義」之說，但仍肯定莊述祖考證之功。可見莊述祖不僅參與盧文弨校刻工作，抱經本《白虎通》之「考及目錄、闕文皆所定」，顯示莊述祖研究《白虎通》深刻且透徹。

3、	莊述祖治《白虎通》成果與主張
（一）《白虎通》正名為「白虎通義」

莊述祖主張元大德本《白虎通》，應正名為「白虎通義」。莊述祖〈白虎通義考〉曰：
古書流傳既久，字蝕簡脫，會有好事者表章之，亦不過存什一於千百而已，故卷數篇數皆減於昔。惟《白虎通義》不然，《隋志》、《唐志》六卷，而《崇文總目》則有十卷；《崇文》目四十篇，而今本則有四十三篇。文雖減於舊，而篇目反增於前。是「爵」、「號」以至「嫁娶」，皆後人編類，非其本真矣。​[10]​
一般古書之卷篇數，隨時間流逝而遞減，而今本《白虎通》之卷數與篇目，反增於前，故莊述祖推論，今本「白虎通義」四十三篇之篇目，乃後人編類而成，非原始面貌。
莊述祖引東漢蔡邕〈巴郡太守謝版〉：「詔書前後，賜石鏡匳，《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奏議》，合成二百一十二卷。」​[11]​後加案語曰：
《禮》古經五十六卷，今《禮》十七卷，《尚書章句》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多者不過三十一卷。二書卷不盈百，則奏議無慮百餘篇，非今之《通義》明矣。​[12]​
依莊述祖考證，今文《禮經》有十七卷，古文《禮》有五十六卷， 而《尚書章句》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多者不過三十一卷，「《禮經》素字」與《尚書章句》二者總加，至多不過八十七卷。​[13]​〈巴郡太守謝版〉既言「《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奏議」三者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則「白虎奏議」必有百篇以上。「白虎奏議」既有百篇以上，而今本「白虎通義」只有四十三篇，則蔡邕所言之「白虎奏議」，與今本「白虎通義」兩者必不相同。
莊述祖因此主張，東漢白虎觀會議有兩種文本傳世：一種是「白虎奏議」，是未經修改之會議全文，即是後世流俗省稱的「白虎通」，「白虎奏議」當有百篇以上；一種是「白虎通義」，「《通義》固《議奏》之略也」，「白虎通義」有四十三篇。百篇以上之「白虎奏議」，即是「白虎通」，在隋唐時已亡佚；而四十三篇之「白虎通義」，則倖存至今，即是元大德本《白虎通》，故《白虎通》應正名為「白虎通義」，方能還原歷史真相。
莊述祖考證蔡邕之「白虎奏議」必在百篇以上，進而主張今本《白虎通》應正名為「白虎通義」，此說足以左右後世之判斷。例如：姚振宗（1842～1906）曰：「《白虎議奏》非《白虎通》，章懷此注，誤也；莊氏述祖考之甚詳。」​[14]​孫詒讓（1848~1908）曰：「《議奏》與《通義》本屬兩書，特同出於白虎觀耳。今考《議奏》、《通義》卷數，多寡懸殊，莊氏謂非一書，其說是矣。」​[15]​劉師培（1884~1919）觀點，雖然與莊述祖、孫詒讓兩人之說迥異；​[16]​但是，劉師培所持論據，仍傳襲莊述祖之論據。​[17]​至洪業（1893~1980）仍宣稱：「夫蔡邕之時（初平三年，192，卒）尚有《白虎奏議》，卷數逾百。」​[18]​可見莊述祖之主張，影響至為深遠；而其關鍵證據，則是蔡邕〈巴郡太守謝版〉。
莊述祖發見蔡邕〈巴郡太守謝版〉之證據，固然重要，可惜引喻失當。首先，莊述祖逕自將〈巴郡太守謝版〉「合成二百一十二卷」，改「卷」成「篇」，進而論證「白虎奏議」必有百篇以上。其次，莊述祖既已知《白虎通》「四十三篇」，如：〈爵〉、〈號〉以至〈喪服〉、〈崩薨〉等，是指著作意義之單位，卻將蔡邕〈巴郡太守謝版〉之「白虎奏議」百「卷」以上，逕改稱「篇」，再以百篇以上之「白虎奏議」比較四十三篇之《白虎通》，混淆著作意義單位之「篇」與計量單位之「卷」，由此推論：百篇以上之「白虎奏議」與今本四十三篇之《白虎通》，兩者必不相同。此乃是莊述祖謬誤之類比。換言之：莊述祖之考證，只能證明蔡邕時有「白虎奏議」百餘卷，而不能證明蔡邕時有「白虎奏議」百餘篇。並且，「白虎奏議」之百餘卷與《白虎通》四十三篇，兩者單位性質不同，故不能由此推論：百餘卷之「白虎奏議」與四十三篇之《白虎通》必不相同。因此，莊述祖之考證，不能證明白虎觀會議之後有兩本，更不可因此主張《白虎通》應正名為「白虎通義」。因此，蔡邕所謂「白虎奏議」百餘卷與元大德本《白虎通》四十三篇，仍然可能指同一書。

（二）「白虎通義」乃「白虎奏議」略本

究其實，莊述祖引蔡邕文獻為據，證明元大德本《白虎通》乃「白虎奏議」之略本，主張《白虎通》應正名為「白虎通義」，主要目的有二：其一，證明《白虎通》所存篇目四十三篇，「皆後人編類，非其本真」；其二，試圖區分「白虎奏議」與《白虎通》明為二本，以此化解《白虎通》文本與白虎觀會議諸多不相應問題。其一目的，已如上所述，莊述祖乃是混淆著作意義單位之「篇」與計量單位之「卷」。至於其二目的，則是現代討論《白虎通》方興未艾之議題。
莊述祖揭露《白虎通》與白虎觀會議不相應問題有二：其一，《白虎通》內容「大抵皆引經斷論，卻不載『稱制臨決』之語」；其二，《白虎通》充斥「傅以讖記，援緯證經」之現象。
其一不相應問題。白虎觀會議既以西漢「石渠故事」為倣效對象，則《白虎通》內容理應與石渠閣會議形式一致；然而，《白虎通》文本體例，只有問與答，與《石渠禮論》記載宣帝稱制臨決、討論者姓名與討論決議產生方式之詳實體例迥異。況且，《後漢書．章帝紀》記載「帝親稱制臨決」，而《白虎通》卻不載章帝「稱制臨決」之語？莊述祖認為，若《白虎通》與「白虎奏議」明為二本，且《白虎通》即「白虎奏議」之略本，則《白虎通》即是「白虎通義」，「通義」者，未必然要倣效《石渠禮論》之體例形式，如此，便可以迴避《白虎通》與《石渠禮論》體例不同之疑慮。
其二不相應問題。《後漢書》章帝詔書既云：「《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欲使諸儒共正經義」，故白虎觀會議之目的，乃在「講議《五經》同異」。莊述祖雖然揭露《白虎通》內容「雜論經傳」、「《論語》、《孝經》、六藝並錄，傅以讖記，援緯證經」，，實與章帝詔書內容不符，亦異於石渠佚文；莊述祖最終只是將此一現象，歸咎於世主所好，風尚所趨使然。​[19]​
其實，《白虎通》文本與白虎觀會議兩者不相應問題，不止如此。民國以後，學者對於《白虎通》之研究焦點，由考證工作轉向文本詮釋，進而以《白虎通》內容性質為主體，對校白虎觀會議之緣起背景，形成一種以文本校對會議宗旨之「倒果為因」式之考證態度。
由於《白虎通》文本內容，論述以王者為核心之政治組織，以及環繞自王者以下至大夫、士貴族之禮法制度，內容呈現縝密且具體之組織結構，因此，現代學者多表示肯定《白虎通》具備國憲、法典之位格。例如：夏長樸稱《白虎通》「是一部粗具規模的組織法」；​[20]​侯外廬稱《白虎通》乃東漢之「國憲」、「法典」；​[21]​任繼愈稱《白虎通》「是一種制度化了的思想，起著法典的作用」。​[22]​凡此，在在說明：《白虎通》文本所彰顯之性質，是一部體大思精、結構嚴謹之國憲法典。
《白虎通》文本內容具有國憲法典性質，已是學術共識。林麗雪且從讖緯條文之線索中分析，肯定《白虎通》「全書處處透露出漢儒企圖賦予大一統專制政體新的政治理想和內容的苦心」，​[23]​《白虎通》引用讖記之文，其目的乃是「為漢立制」，甚至成為八年後章和元年（87）曹褒制《漢禮》時之準則。​[24]​黃復山亦認為《白虎通》引述讖緯之用意，其目的乃在使經學世俗化，並且當時如樊儵、劉輔、王蒼、曹褒等人，雜取《五經》、讖記之文制訂禮樂制度，亦是以世俗致用為目的。​[25]​而林聰舜甚至肯定，《白虎通》是章帝制定「國憲」之指導思想，其「重要性甚至遠超過本想作為『國憲』的《漢禮》百五十篇」。​[26]​學者面對《白虎通》與白虎觀會議之關係，一方面肯定白虎觀會議乃是「講議《五經》同異」之經學會議，一方面承認《白虎通》具有國憲法典性格，且在深信《白虎通》是白虎觀會議講議結果之情況下；為綰合《白虎通》「國憲」性質與白虎觀經學會議兩者間之不相應問題，白虎觀會議淪為日後制定禮憲工程之前置作業，而《白虎通》文本，逐漸轉型成為東漢學術提供政治制憲理論之具體成果。

4、	曹褒受命制《漢禮》
上述林麗雪、林聰舜與黃復山三位學者，分析《白虎通》文本性質時，不僅肯定《白虎通》與東漢制定禮樂之關係密切，同時又與曹褒《漢禮》相提並論；此現象，並非偶然巧合，值得深究。
《後漢書》載章帝元和二年（85）詔曰：
「《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尚書琁機鈐》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以纘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27]​
章帝詔書透露制定禮憲之企圖心，且詔書中所引《河圖》、《尚書琁機鈐》與《帝命驗》，皆是讖緯之文。曹褒知章帝欲有所興作，乃上疏曰：
「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28]​
曹褒上疏申論，受命之王者必要「制禮作樂」，以顯其功德。而「功成作樂，化定制禮」，乃是經世濟民之舉，亦是漢初以來諸帝共同致力之目標，因此，曹褒建請章帝，「宜定文制，著成漢禮」。章帝以曹褒所疏，議於太常，太常巢堪則「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29]​章帝制定漢禮之事，暫時作罷。
由於太常大多反對曹褒建議，章帝亦體會「群僚拘攣，難與圖始」，然而「朝廷禮憲，宜時刊立」，​[30]​於是元和三年（86），章帝復下詔曰：
「朕以不德，……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31]​
章帝詔書，公開徵求能有改進當時禮樂者。曹褒再次面對章帝詔書，乃歎息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32]​
曹褒再次上疏，尚未定案之前，章帝曾召班固詢問改定禮制之事。班固答章帝之問，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33]​班固對於改定禮制之態度，一如解決經學問題，「宜廣招集，共議得失」。但是，章帝不採班固建議，對於改定禮制之立場與態度，顯然與解決經學問題模式不同。章帝曰：
「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34]​
章帝既已體會「群僚拘攣，難與圖始」，若聽從班固建議，廣召諸儒共議禮制得失，終必引發更多糾紛，治絲益棼。因此，對於改定禮制之事，章帝一貫主張由一人制定，而章帝理想人選，便是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之曹褒。
《後漢書．曹褒列傳》載曰：
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35]​
章和元年（87）正月，章帝正式敕命曹褒，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改定禮制。章帝敕曹褒集作之要點有二：其一，以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為底本，重新翻修；其二，需「依禮條正」，使其集作能施行於當時。換言之，曹褒集作之基礎，乃是以叔孫通之《漢儀》為厎本，參酌《禮經》博士所治之《儀禮》，與當時通用施行之禮制，並以其父所傳及自己所治之禮學而成。值得注意者，章帝敕命曹褒集作，乃是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為架構，其中並未提及白虎觀經學會議，亦與會議結論「白虎通」無關。
《後漢書．曹褒列傳》載曰：
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36]​
曹褒受命集作，乃依禮之性質與舊典秩序，撰次論及「天子至於庶人」，範圍涵蓋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其中摻雜《五經》與讖記之文。曹褒用一年時間，獨自完成一百五十篇《漢禮》，​[37]​寫在二尺四寸竹簡，達成章帝交付使命。然而，京師諸儒、會禮之家，始終反對《漢禮》乃曹褒一人所制，章帝被迫擱置《漢禮》，以平息眾論。
曹褒所制《漢禮》雖未能即時施行，其後發展有二事值得觀察。其一，和帝繼位，拔擢曹褒為監羽林左騎，永元四年（92）之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和帝，指曹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38]​和帝雖未受理張酺等奏，然《漢禮》遂不行，依舊束之高閣。其二，張奮於永元十三年（101）上疏曰：
「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39]​
漢代以來，「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張奮建議和帝當改作禮樂，將先帝（章帝）詔曹褒集作之《漢禮》公諸於世，以此為國憲禮制。此乃循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擅自制作，如此可以消弭反對疑慮，彰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成後世法則。和帝雖然同意張奮意見，但仍未施行《漢禮》。由此可知，《漢禮》雖然無法施行於當時，然而「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之文獻資料，一直藏於東觀，伏而未發。

5、	蔡邕校書東觀與《白虎通》
依王昶考證，蔡邕生於東漢順帝陽嘉二年（133），卒於獻帝初平三年（192），享年六十。​[40]​《後漢書．蔡邕列傳》曰：
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41]​
靈帝建寧三年（170），蔡邕三十八歲至司徒橋玄府中任職，受橋玄敬待。後出補河平縣長。再被名回，官拜郎中，在東觀校書。再遷為議郎。熹平四年（175），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人，上奏請求正定《六經》文字，經靈帝同意，蔡邕乃自書硃砂於石碑，使工匠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即經學史上著名之「熹平石經」。​[42]​靈帝熹平六年（177），蔡邕為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盧植、楊彪、韓說等人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43]​同年七月，天災人禍不斷，​[44]​靈帝制書引咎，誥群臣各各陳政要所當施行。蔡邕「上封事七條」，其第五事曰：「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45]​蔡邕建請靈帝施行封事之文，提及西漢宣帝石渠閣議與章帝白虎觀會議，顯示石渠、白虎二事，已成學術佳話，蔡邕固然耳熟能詳。
《後漢書．蔡邕列傳》曰：
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勑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閒，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46]​
中平六年（189）靈帝崩，​[47]​董卓為司空，欲徵召蔡邕。時蔡邕五十七歲，稱病推辭，此舉惹怒董卓，董卓詈辱蔡邕傲慢失禮，威脅蔡邕恐將禍及族人；同時施壓州郡推舉蔡邕至公府。蔡邕不得已，赴京報到，即被任命為國子監祭酒，隨即推舉為高第，遞補為侍御史，又轉任持書御史，升遷為尚書。所謂「三日之間，周歷三臺」，​[48]​蔡邕學術地位之崇高，學識受敬重之程度，可見一斑。其後遷任巴郡太守，復留在朝中為侍中。在此之際，蔡邕作〈巴郡太守謝版〉曰：
臣尚書邕，……臣猥以愚闇，盗竊明時，周旋三臺，充列機衡。出入省闥，登踏丹墀，承隨同位，與在行列，以受酒禮嘉幣之賜。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奏議》合成二百一十二卷。​[49]​
蔡邕稱受賜「《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奏議》三書，合成二百一十二卷。此乃白虎觀會議結束百餘年之後，首次有文獻提及白虎觀會議相關資料，豈不啟人疑竇？究竟蔡邕所言「白虎奏議」所指為何？ 
從發生時間觀察。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之緣起宗旨，乃「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然而，自會議結束至靈帝中平六年蔡邕作〈巴郡太守謝版〉為止（79～189）， 百餘年間，世人未嘗聞問「白虎奏議」，洪業因此斷言：「所以不僅許慎馬融不能得其書而讀之，且蔡邕鄭玄並不曾舉引也。」​[50]​若會議之後，纂集任何具體文本，則應即時刋立，公諸於世，不該如此沒沒無聞，導至後世史書傳本，記載會議卷帙名稱參差不齊？若會議之後，並無任何具體文本傳留，則蔡邕〈巴郡太守謝版〉所言百餘卷之「白虎奏議」，所指為何？
從發生地點觀察。東觀乃漢代皇室文獻圖書收藏之處，由於文獻圖書盡收於此，方便檢索，故亦是碩士鴻儒著作之所。​[51]​當初曹褒受章帝之命改定禮制，便是在東觀盡心集作，《漢禮》即是以「奏議」形式上奏章帝。雖然《漢禮》不行，然其書一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仍應存在東觀。故張奮於永元十三年（101），上疏和帝，建議《漢禮》，顯示《漢禮》保存完善。
稍早於蔡邕，東漢另一位著名經學家馬融（79~166），「才高博洽，為世通儒」，自安帝永初四年（110）即校書東觀，​[52]​其後留滯東觀十年不得調；​[53]​最後，在桓帝時（146~167），「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54]​可見馬融終其一生，與東觀關係密切。若「白虎奏議」果在東觀，則馬融何以「不能得其書而讀之」？且校書東觀者，何止一人，蔡邕何以能在中平六年（189），獲賜百年間無人聞問之「白虎奏議」？
從卷帙數量觀察。依莊述祖考證，蔡邕〈巴郡太守謝版〉「白虎奏議」應有百卷以上。而曹褒之《漢禮》，乃「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是以竹簡而成之著作，此「篇」是計量載體材料之單位。意即：蔡邕〈巴郡太守謝版〉百卷以上之「白虎奏議」，與曹褒《漢禮》百五十篇之數量相當。其次，曹褒所制《漢禮》，乃是以「奏議」上奏章帝，又可能與蔡邕所得「白虎奏議」之形式相似。
從文本性質觀察。如果白虎觀會議有會議記錄，此本由蔡邕獲賜，名曰「白虎奏議」，且此本即是元大德本《白虎通》，則《白虎通》理應與白虎觀會議緣起宗旨相應。然而，《白虎通》文本體例不類《石渠禮論》，講論《五經》同異，卻摻雜讖緯條文。史書記載白虎觀會議事跡者詳，會議卷帙者略，後世學者凡引《白虎通》文本，對照白虎觀會議，必然發生諸多不相應問題。種種跡象顯示，《白虎通》文本與白虎觀會議宗旨違逆不和。
反觀《白虎通》與《漢禮》之關係，《白虎通》具有國憲法典性質，為漢制作之意圖昭然若揭；而曹褒受命改定禮制之《漢禮》，乃「依禮條正，使可施行」，其書具備「國憲」之性質亦無庸置疑。《白虎通》之〈爵〉、〈號〉以至〈喪服〉、〈崩薨〉等四十三篇，篇目名稱與分篇內容相應；《漢禮》則「乃次序禮事」，「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白虎觀會議乃為「講議《五經》同異」，《白虎通》卻摻雜讖記之文三十一條；《漢禮》恰巧「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白虎通》與《漢禮》，兩者若合符節，相映成趣。

結論
東漢章帝詔開白虎觀會議之後百年間，世人未嘗聞問會議卷帙，至蔡邕〈巴郡太守謝版〉記錄「白虎奏議」百餘卷，成為後世學者研究白虎觀會議事跡與卷帙重要線索。清代莊述祖根據蔡邕〈巴郡太守謝版〉，考證白虎觀會議卷帙有詳略二本，詳本記會議全文，即稱「白虎通」；略本錄會議通義者，則稱「白虎通義」。元大德《白虎通》即是白虎觀會議之通義略本，故應正名為「白虎通義」。雖然莊述祖引喻文獻失當，然而，莊述祖研究《白虎通》之成果與主張，受後世學者肯定並廣為引述，影響至為深遠。
元大德本《白虎通》問世，距白虎觀會議逾一千二百年，若《白虎通》即是蔡邕所謂「白虎奏議」，且「白虎奏議」即是白虎觀會議任一形式之會議資料，則至莊述祖為止，環繞《白虎通》文本千百年之諸問題，應可迎刃而解。事實不然，莊述祖根據蔡邕證據之主張，不僅無法解釋《白虎通》與白虎觀會議不相應問題，且節外生枝，治絲益棼；其中關鍵，乃在蔡邕所言「白虎奏議」所指為何。因此，如何化解白虎觀會議事跡與《白虎通》卷帙間之不相應問題，釐清蔡邕所言「白虎奏議」者為何，或許是一項重要關鍵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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